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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往策略一直是改善族群关系的最佳策略之一。基于２００７年上海

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以社会距离作为群体关系的替代性测量指标，通过分

析上海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的交往情况，分别验证了平等交往、理性交往与

实际交往等交往策略的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性身份平等比职业地

位平等更重要；职业竞争问题比职业合作关系更突出；实用性交往行为比情

感性交往行为更有效。研究提出，并非所有交往的策略都能显著地改善族群

关系，深入的交往策略研究将有利于提高社会融合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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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交往策略理论指出，促进不同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交往能有效减少
族群偏见和族群冲突（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Ｔｒｏｐｐ，２０００）。许多西方学者都致
力于寻找积极的交往条件（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１９５８；Ａｍｉｒ，１９６９；Ｃｏｏｋ，１９８５；

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９８；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Ｔｒｏｐｐ，２０００；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４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４７），
并将应用研究从最初的种族问题扩展到了所有形式的社会关系（Ａｄｓｅｔｔ
＆Ｍｏｒｉｎ，２００４；Ｈｅｒｅｋ　＆Ｃａｐｉｔａｎｉｏ，１９９６；Ｍａｎｅｔｔｉ，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Ｓｉｐｅｒ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Ｍａｒａｓ　＆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６；Ｗｅｒｔｈ　＆Ｌｏｒｄ，１９９２），从而使交往策略成为
“改善群体间关系的最有效策略之一”（Ｄｏｖｉｄ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５）。随着
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及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城市
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区隔不断被打破，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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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世界各地的族群冲突却有增无减。许多致力于改善族群关系的
政策大多以失败告终（Ｄｉｘ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直到２００１年，英国大骚
乱才引起族群关系研究者对交往策略理论的应用效果进行反思：交往
策略的有效性不能仅来自实验数据的分析，而更需要真实社会研究结
果的检验（Ｗａｒｄ，２００３；Ｄｉｘ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交往理论家还必须继续
回答：何种具体交往情境能成功达成此目标，怎样的交往关系更重要？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变化使得乡城之间、城市

之间的社会流动有了飞跃性的提高。外来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群体
关系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中，从社会距离角度来探讨外来农民
工（底层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群体关系是主要研究思路（郭星华、储卉
娟，２００４；张海辉，２００４；卢国显，２００６；李伟东，２００７；许传新、许若
兰，２００７；王毅杰、王开庆，２００８）。研究结果也基本一致，即外来农民
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拉大，农民工的自愿性隔离程度很
高；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歧视性政策、城市居
民对农民工的整体性偏见与歧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农民
工特殊的社会网络结构又为农民工自愿性隔离提供了现实条件。这
些研究暗示，作为绝对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群体在主观上希望／愿意与
城市居民增加交往，但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性因素使他们的愿望难
以成为现实。这种交往意愿的受挫，不但会加大群体关系的社会距
离，也会增加群体间冲突的可能性。为了改善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
的群体关系，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增加群体间交往的措施。遗憾
的是，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一般性的交往不能改变城市居民的态
度（叶俊焘等，２０１１）。此外，有研究指出，城市新移民，尤其是中层移
民大多已实现了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甚至建立了社会支持关系，但
交往关系的建立却存在着理性选择的倾向（雷开春，２００８，２０１１）。这
些研究间接表明，社会交往的增加可能并不能有效改善群体关系。
那么，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间的社会交往能有效改善其群体关系吗，
哪些交往是无效的，哪些又是有效的？
本研究采用社会距离作为交往策略理论的效果评估指标，通过对

２００７年上海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分
析，回答交往策略理论的实践问题，并检验中层移民的群体间交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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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往策略理论及其假设

（一）交往策略的理论背景
关于群体间交往能减少偏见的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Ｚｅｌｉｇｓ和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１９３３）通过对外族群态度和认知之间的
关系研究，发现除黑人群体外，对外族群体的熟悉度是社会宽容的最重
要影响因素。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３６）的研究表明，白人学校和混合学校中白人
学生的种族态度并无显著差异。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研究者们开始关注
交往的性质与背景。Ｓｍｉｔｈ（１９４３）在《关于黑人态度的矫正实验》一书中
发现，与其他人相比，那些参与过黑人领袖周末互动计划的哥伦比亚白
人大学生，其社会态度有明显的改变。事实上，二战也成为研究族群关
系的自然实验室。尽管美国陆战部队在战争期间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度，
但实际战斗中却需要种族间的联合，所以那些与黑人有过联合作战经历
的白人士兵，比其他人更可能持正向的种族态度（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４８；Ｓｔｏｕｆｆｅｒ，

１９４９），这一结果与有关海军的研究相一致（Ｂｒｏｐｈｙ，１９４６）。这些经验
研究很快被提炼成一般性交往原理，有的研究提出“为了获得任何类型
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人们必须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目标”（Ｌｅｔｔ，１９４５：

３５）；有的研究提出“如果不同文化和种族间能自由和真诚地结交，群体
间的紧张、困难、偏见和混乱都会消失，如果不行，偏见和冲突就会像疾
病一样蔓延开来”（Ｂｒａｍｆｉｅｌｄ，１９４６：２４５；Ｌｏｎｇ，１９４９）；还有的研究则提
出，“尽管知识宣传是有用的，……但却很难触动人的心理，能唤醒情感
的计划远比冰冷的现实和逻辑要好，……应致力于促进不同种族、宗教
或背景群体成员间的直接交往”（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４７：５４）。正是在这些理论
和实证研究基础上，社会心理学家Ａｌｌｐｏｒｔ提出了交往策略理论最有影
响力的观点。他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提出，群体的交往并不足以改
善群体关系；偏见的减少有赖于某些前提条件（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９８）。在

Ａｌｌｐｏｒｔ的构想之下，交往策略理论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包括
对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研究（Ｄｏｖｉｄ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二）交往策略的理论假设
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１９５８）最初提出了四条假设：（１）平等的地位，即群体
的接触要在情境中处于平等地位；（２）共同的目标，即群体为了一个共
同的目标而努力；（３）相互的合作，即群体为达到目标，进行合作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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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４）支持性制度，即权威、法律或习俗对群际间的接触给予认可和
支持。后来，该理论又增加了“人际间互动”（Ａｍｉｒ，１９７６）和“亲密的友
谊”（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９７）两个假设。由此可见，学者们从最初对群体交往
背景的聚焦逐渐转移到了对群体成员间的实际交往方式上。根据交往
深度，可将６条交往策略假设归纳为３条假设。
平等交往假设　平等交往假设关注的是交往的社会背景，包括地

位平等和支持性制度两个方面，这也是得到研究支持最多的部分
（Ｄｏｖｉｄ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例如Ｂｒｅｗｅｒ和 Ｋｒａｍｅｒ（１９８５）提出，当群体
地位平等作为前提时，群体间的交往就能更有效减少偏见；Ｍｏｏｄｙ
（２００１）则进一步提出群体地位平等本身还能促进（个体间的）平等交
往。Ｌａｎｄｉｓ、Ｈｏｐｅ和Ｄａｙ（１９８４）的研究表明，支持性社会制度是群体间
成功交往的重要前提。从中可以推论出平等交往假设，即平等交往（地
位平等和身份平等）有利于改善族群关系。
理性交往假设　理性交往假设关注的是理性交往的功能，包括相

互合作和共同目标两个方面，这一假设也得到了许多实验性研究的支
持（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ｅｔ　ａｌ．，１９７５）。例如拼图课堂（Ａｒｏｎｓｏｎ　＆Ｐａｔｎｏｅ，

１９９７）、合作性学习（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Ｓｌａｖｉｎ，１９８５），以及不同
种族士兵间的共同作战（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４８；Ｓｔｏｕｆｆｅｒ，１９４９）。值得注意的
是，无论是工作、游戏、学习，还是战斗，这些合作行为都体现在获取现
实利益的情境中，群体成员间的合作带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因此，与
平等假设相比，理性交往的效果可能有限（Ｇａｅｒｔｎ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但
理性交往的理论假设仍然成立，即理性交往（有相互合作和有共同目
标）有利于改善族群关系。
实际交往假设　实际交往假设关注的是不同群体成员间积极的真

实互动过程，包括人际互动和亲密友谊两个条件。人际互动指个人熟
悉外群体成员的机会，尤其是那些不完全符合刻板印象的外群体成员
（Ａｍｉｒ，１９７６；Ｂｒｅｗｅｒ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８４）。正如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２：３９７）所说，
“熟悉能使不同群体成员间建立信任，降低焦虑和不愉快……同时，这
一过程提供了否定关于外群体负面刻板印象的机会，从而打破对外群
体的（原有）整体看法”。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９８）则提出了与外群体成员建立
友谊的重要性。通过对法国、英国、荷兰及西德的３　８００多位多数群体
成员的分析，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９７）发现，那些拥有外群体成员作为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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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群体偏见显著低于其他人。因此，与外群体成员的友谊是促进群
体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Ｈｅｒｅｋ　＆Ｃａｐｉｔａｎｉｏ，１９９６）。本研究将人际互
动和亲密友谊归入实际性交往，由此得到实际交往假设，即积极性实际
交往（人际互动和亲密友谊）有利于改善族群关系。
已有关于交往策略假设的验证研究存在着实验性研究和分散验证的

问题，较少通过真实社会情境且考察交往策略的６项条件（本研究将其转
化为了３条具体假设）。从３条假设的内涵来看，研究者对交往策略的关
注从最初的客观社会条件逐渐转向了个体实践经历，从交往背景转向了交
往过程。因此，通过对这３条假设的分别验证和联合验证，笔者试图清楚
地看到对于社会现实中的群体关系改善，哪些条件更为有效，为何有效？

１．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ｓｈ．ｇｏｖ．ｃｎ／ｔｊｎｊ／ｎｊ１１．ｈｔｍ？ｄ１＝２０１１ｔｊｎｊ／Ｃ０２０１．ｈｔ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上海作为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已成为国内外人

才和劳动力流动的首选地之一。根据上海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
示，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半年及以上）总量已达８９７．９５
万，占上海市常住人口３９．００％１。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主要关注那
些凭借人力资本或专业技术优势到上海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中层新移

民，不管他们是否取得上海户籍。本研究抽样总体是１９９２年以后移居
上海，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教育、管理和文职工作，年龄在１８
岁以上的新移民。为了与国内相关研究对比，还抽取部分在上海有稳
定工作的农民工（主要从事技术和非技术的蓝领工作）作为参照群体。
由于现行户籍政策的限制，许多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城市新移民

并没有上海户籍，甚至连居住证或暂住证也没有办理，无法建立一个包
括所有新移民的完整抽样框。此外，大部分白领新移民在整个社会阶
层结构中的位置基本上属于中间层，他们接受面访和配合调查的可能
性大大降低。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ＲＤＳ）”方法来抽
取样本（赵延东＆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７）。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
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
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特别适合于研究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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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暴露身份的隐藏人口，如下岗和失业职工、无家可归者、新移民等。
资料收集是运用结构性问卷，通过面访和电话访问两种方式进行。

以研究团队成员个人社会网络中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作为起点，通过
这些调查对象获得更多潜在被访者的基本信息，然后再通过他们扩大
样本范围。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在调查过程中仅对研究对象直接认识
的潜在被访者作了二级抽样，即抽取与研究团队成员和调查员直接认
识及成功访问的调查对象直接认识的被访者。问卷调查工作从２００７
年４月初开始，到５月底完成。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
及本科生构成，在访谈前经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通过受访者推动的
抽样方法获得了１　１５０份样本的联系方式、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其中
有８８５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问，拒访率为２３．１％。在成功访问的
样本中，经过数据逻辑检验，剔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１／３的问
卷，最后获得有效样本６００份。样本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基本变量的分布情况
平均值 标准差 Ｎ 性质 描述

自变量

　平等交往变量
　　户籍类型
　　　本地户口 ０．３９　 ０．４９　 ６００ 定类 １＝拥有本地户口，０＝未拥有本地户口
　　　居住证 ０．１９　 ０．３９　 ６００ 定类 １＝拥有居住证，０＝未拥有居住证
　　职业地位
　　　私营企业主 ０．０６　 ０．２４　 ６００ 定类 １＝是，０＝否
　　　管理人员 ０．１０　 ０．２９　 ６００ 定类 １＝是，０＝否
　　　技术人员 ０．３１　 ０．４６　 ６００ 定类 １＝是，０＝否
　　　文秘人员 ０．４６　 ０．５０　 ６００ 定类 １＝是，０＝否
　理性交往变量

　　工作关系 ２．８９　 ０．９８　 ５９９ 连续
１＝全是外地人，２＝大部分是外地人，
３＝各占一半，４＝大部分是上海人，
５＝全是上海人

　　邻里关系 ３．３７　 ０．９６　 ５９７ 连续
１＝全是外地人，２＝大部分是外地人，
３＝各占一半，４＝大部分是上海人，
５＝全是上海人

　实际交往变量
　　社交陪伴 ０．６３　 ０．４８　 ６００ 定类 １＝本地人给予过陪伴，０＝无
　　工具支持 ０．４６　 ０．５０　 ６００ 定类 １＝本地人给予过帮助，０＝无
　　情感支持 ０．６１　 ０．４９　 ６００ 定类 １＝与本地人有过谈心，０＝无
因变量

　社会距离 ３９．８７　１２．９４　 ５９８ 连续 １－１００分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５４　 ０．５０　 ６００ 定类 １＝男，０＝女
　年龄 ２８．６２　 ６．４８　 ６００ 连续 １８－７８岁
　已婚 ０．３６　 ０．４８　 ６００ 定类 １＝已婚，０＝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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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设计
１．因变量：族群关系
本研究采用社会距离作为验证群体关系的替代性指标。有关族群

研究的证据表明，不能以客观特征来界定族群，应以族群成员的自我主
观认同作为界定族群的标准（巫达，２００６）。因此，族群间的主观社会距
离，尤其是次级族群对优势族群的主观社会距离，不但体现了主观群体
边界的存在，还直接反映群体之间亲密或疏远的程度和等级，应是族群
间真正或完全实现社会融合的标志，“可以解释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
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误解，可以揭示实际或初发的社会问题的
症结”（Ｂｏｇａｒｄｕｓ，１９５９）。在本研究中，社会距离具体操作化为城市新
移民与本地人的主观距离，采用张海辉（２００４：１９－２０）修订的博格达斯
量表基础上编制的主观社会距离量表，包括６个问题：（１）您愿意与本
地人一起工作吗？（２）您愿意与本地人聊天吗？（３）您愿意与本地人做
邻居吗？（４）您愿意与本地人做亲密朋友吗？（５）您愿意与本地人做亲
戚或通婚吗？（６）您愿意与本地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吗？在每个问题
的回答上，要求被访者就“１－非常愿意，２－比较愿意，３－一般，４－不
愿意，５－很不愿意”五个选项，选择一个自己认为比较符合情况的答
案。为了使选择更人性化，我们在量表中加入了“不知道”选项，考虑到
此项回答反映出其对某项与本地人交往情况的描述未作明确表态，所
以将之赋值为中间态度值３。笔者将６项态度值相加得到总体社会距
离，同时计算有明确态度的指标数，然后将之相除得到平均社会心理距
离。为了理解方便，对平均社会距离转化为１－１００之间的标准分值１，
分值越大表明社会距离越大。

１．具体的转换公式是：标准分＝（原始值＋最小原始值）／（最小原始值＋最大原始值）×１００。
这样转换后的结果可以理解为百分比指数。

２．自变量：交往策略
平等交往变量　国内底层移民的研究表明，作为制度屏障的户籍

制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造成底层移民与本地人隔离的最主要因

素。无法在政治权益、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
至同样条件下农民工的报酬也比本地人少，导致极大社会不平等（李
强，１９９５；任远、邬民乐，２００６；王桂新等，２００８；汪汇等，２００９）。职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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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指标（仇立平，２００１），户籍身份则是制度性支持
的最重要标志。本研究中，户籍身份操作化为拥有本地户口（包括本市
非农业户口和本市农业户口）、居住证及其他三种类型；职业地位则操
作化为私营企业主（包括大小老板类的人）、管理人员（包括企业中的经
理及以上级别的人和党政事业单位中有管理职务的人）、技术人员（包
括企业中从事技术类工作的人和党政事业单位中位居专业技术岗位的

人）、文秘人员（包括企业中的文职人员和党政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类
工作的人）和蓝领工人５类。
理性交往变量　就像战场上的白人与黑人必须合作一样，工作场

景中的中层新移民必须与本地人达到合作，并形成合作性依赖关系，这
是一种现实理性选择。因此，工作场景中的本地人越多，新移民与本地
人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越大，就越可能改善其对本地人的群体态度。
同时，与我国传统的帮助性或支持性邻里关系所不同，在城市尤其是像
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中，同住小区的邻里关系大多以共同目标为基础
（如居委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等），彼此熟悉到提供私人支持的可能
性较小。但与底层移民的居住空间隔离相比，中层新移民有能力与本
地人共住同一小区或成为近邻。小区中的本地人越多，他们越可能与
本地人一同处理小区事务或社区事务，他们对本地人的群体态度就有
可能会改善。本研究将理性交往变量操作化为同事和居住小区中外地
人的情况，将“全是上海人”、“大部分是上海人”、“各占一半”、“大部分
是外地人”以及“全是外地人”分别赋值为５分到１分，分别称之为工作
关系和邻里关系，并将之视为连续变量。根据理性交往假设，工作关系
和邻里关系能有效消减社会距离。
实际交往变量　根据移民网络理论，实际提供支持的网络称为社

会支持网。社会支持关系是外来移民与本地人间的真实人际互动的集
中体现，同时也是亲密性友谊的外在表现。本研究采用本地人社会支
持网作为外来移民与本地人的实际交往关系的替代性指标。根据范德
普尔的分类方式，社会支持可分为三大类型：情感性支持（如与配偶有
矛盾时给予舒解、精神安慰、重大事项咨询等）、工具性支持（如家务劳
动、患病时帮助、借钱、借生活日常用品、帮助填表等）和社交陪伴（如一
同外出、拜访等）（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ｏｅｌ，１９９３：５５）。本研究将工具性支持操作化
为过去一年中是否有上海人提供过帮助；情感性支持操作化为过去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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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你心情不好时或感到有点沮丧时，与你谈心的人中是否有上海人；社
交陪伴操作化为闲暇时间是否跟上海人一起度过（如看电视、看电影、聊
天、购物、打牌、游玩等），分别简述为工具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交陪伴。

３．控制变量
除了交往策略的重要变量外，根据社会距离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控

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１（郭星华、储卉娟，

２００４；许传新、许若兰，２００７；王桂新、武俊奎，２０１１）。

１．因样本群体的居住时间（ＳＤ＝３．３４）和教育年限（ＳＤ＝２．９８）相对集中，本研究未将之作为
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四、结果与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交往策略的简单影响作用，笔者以控制变量的影响
模型（模型１）为基础，分别单独引入平等交往变量（模型２）、理性交往
变量（模型３）和实际交往变量（模型４），结果见表２。然后，为了考察
不同交往策略的独立影响作用，笔者以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模型１）

为基础，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分别引入平等交往变量（模型２）、理性交
往变量（模型３）和实际交往变量（模型４），结果见表３。尽管４个模型
的解释力度均不是很高，调整后的Ｒ２ 都在１０％以内，但从两种回归系
数的比较中，可清楚地看到交往策略的简单效应和独立效应。从表２
和表３中的模型１可以看出，年龄对社会距离具有显著的消减作用，而
性别和婚姻状况的影响不显著。

表２、表３中的模型２相同，反映的是平等交往变量的影响作用。
在户籍类型上，本地户口与居住证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５．２８４（ｐ＜
０．００１）和－２．８０６（ｐ＞０．０５），说明在控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有本地
户口和居住证的城市新移民，其社会距离分别比其他人低５．２８４分和

２．８０６分，在统计学意义上，仅有前者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说
明本地户口能有效消减社会距离，即取得户籍有利于群体关系改善，而
获得居住证的作用不明显。在职业地位上，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技
术人员和文秘人员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５．１７０（ｐ＞０．０５）、－５．３５９
（ｐ＜０．０５）、－２．０４５（ｐ＞０．０５）和－３．１５９（ｐ＞０．０５），说明在控制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文秘人员的社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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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交往策略的简单影响作用分析

自变量
模型１

β Ｓ．Ｅ．

模型２

β Ｓ．Ｅ．

模型３

β Ｓ．Ｅ．

模型４

β Ｓ．Ｅ．

常数项 ５０．１７６　 ２．６１０　 ５３．８９４　 ３．０１４　 ５６．４７８　 ３．３５６　 ５４．４６３　 ２．６７０

男性ａ －０．１２８　 １．０５９　 ０．１３６　 １．０７９ －０．１２７　 １．０５５ －０．２６７　 １．０４６

年龄 －０．３５４＊＊＊０．０９８ －０．３０３＊＊０．０９９ －０．３４９＊＊＊０．０９９ －０．３４８　 ０．０９６

已婚ｂ －０．２８３　 １．３２２　 ０．２５９　 １．３３７ －０．２６５　 １．３１６　 ０．１６０　 １．２９４

平等交往变量

　户籍类型ｃ

　　本地户口 －５．２８４＊＊＊１．２５７

　　居住证 －２．８０６　 １．４７９

　职业地位ｄ

　私营企业主 －５．１７０　 ２．８８４

　　管理人员 －５．３５９＊ ２．６４５

　　技术人员 －２．０４５　 ２．２７３

　　文秘人员 －３．１５９　 ２．１４５

理性交往变量

　工作关系 －１．２２２＊ ０．５４８

　邻里关系 －０．８７５　 ０．５５９

实际交往变量ｅ

　社交陪伴 －３．４０１＊＊１．１５６

　工具支持 －３．４４５＊＊１．１９５

　情感支持 －０．６９３　 １．１４１

Ｆ检验值 ６．９４５＊＊＊ ５．３１３＊＊＊ ６．０１１＊＊＊ ９．１４１＊＊＊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６
自由度 ３　 ９　 ５　 ６
Ｎ　 ５９８　 ５９８　 ５９５　 ５９５

　　注：１．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２．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ａ．以女性为参照；ｂ．以未婚者为参照；ｃ．以其他类型（暂住证或其他）为参照；
ｄ．以蓝领工人（农民工）为参照；ｅ．以未曾与本地人建立过此类实际性交
往行为者为参照。

离分别比蓝领工人低５．１７０分、５．３５９分、２．０４５分和３．１５９分。尽管
在总体上，职业地位的提高可以减少社会距离，但其中只有管理人员的
回归系数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这表明职业地位的提高并不能消减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距离，即地位的提高并不能显著改善群体关系，还需
要看其职业的具体性质，例如管理工作可能会降低社会距离，其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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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则无显著影响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表３中逐步引入理性交
往变量时（模型３），管理工作的效应未能达到显著水平（ｂ＝－４．５６２，

ｐ＞０．０５）。这表明平等交往假设中制度支持部分得到证实，而职业地位
未能得到证实。

表３：交往策略的独立影响作用分析

自变量
模型１

β Ｓ．Ｅ．

模型２

β Ｓ．Ｅ．

模型３

β Ｓ．Ｅ．

模型４

β Ｓ．Ｅ．

常数项 ５０．１７６　 ２．６１０　 ５３．８９４　 ３．０１４　 ５６．３２４　 ３．４９２　 ５７．５３８　 ３．４５５
男性ａ －０．１２８　 １．０５９　 ０．１３６　 １．０７９　 ０．０７７　 １．０８２ －０．０２２　 １．０７６
年龄 －０．３５４＊＊＊０．０９８ －０．３０３＊＊０．０９９ －０．３０１＊＊０．１００ －０．３０８＊＊０．０９９
已婚ｂ －０．２８３　 １．３２２　 ０．２５９　 １．３３７　 ０．２９９　 １．３４２　 ０．７６８　 １．３２５
平等交往变量

　户籍类型ｃ

　　本地户口 －５．２８４＊＊＊１．２５７ －４．９６６＊＊＊１．３２１ －４．５４６＊＊１．３０９

　　居住证 －２．８０６　 １．４７９ －２．５０４　 １．５０３ －２．４２６　 １．４７８

　职业地位ｄ

　　私营企业主 －５．１７０　 ２．８８４ －４．８５２　 ２．９３８ －４．１３４　 ２．８９４

　　管理人员 －５．３５９＊ ２．６４５ －４．５６２　 ２．７００ －２．８３７　 ２．６８３

　　技术人员 －２．０４５　 ２．２７３ －１．３４３　 ２．３１２ －０．２０６　 ２．２９０

　　文秘人员 －３．１５９　 ２．１４５ －２．４３３　 ２．２２２ －１．０１４　 ２．２１１
理性交往变量

　工作关系 －０．４７３　 ０．５７９ －０．１３２　 ０．５７５

　邻里关系 －０．５８９　 ０．５７３ －０．４７８　 ０．５６５
实际交往变量ｅ

　社交陪伴 －３．２９６＊＊１．１５９

　工具支持 －２．８３２＊ １．２０１

　情感支持 －０．２５３　 １．１４６
Ｆ检验值 ６．９４５＊＊＊ ５．３１３＊＊＊ ４．５４７＊＊＊ ５．３４３＊＊＊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３
自由度 ３　 ９　 １１　 １４
Ｎ　 ５９４　 ５８８　 ５９４　 ５９４
注：１．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２．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３．ａ．以女性为参照；ｂ．以未婚者为参照；ｃ．以其他类型（暂住证或其他）为参照；
ｄ．以蓝领工人（农民工）为参照；ｅ．以未曾与本地人建立过此类实际性交往行
为者为参照。

　　从表２中的模型３可以看出，理性交往变量的混合影响作用，其中
工作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１．２２２（ｐ＜０．０５）和－０．８７５
（ｐ＞０．０５），前者的影响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说明在控制条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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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工作关系有利于群体关系改善，而邻里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部分理性交往假设得到证实。然而，从表３中的模型３
可以看出，在平等交往前提下理性交往变量的独立影响作用，其中工作
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４７３（ｐ＞０．０５）和－０．５８９（ｐ＞
０．０５），两者均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这表明理性交往假设均未得
到证实。两个模型的差异表明，不考察平等交往的前提下，工作关系假
设得到证实；平等交往前提下，工作关系和邻里关系均未得到证实。
表２和表３中的模型４分别反映的是不控制和控制其他交往策略

变量情况下实际交往变量的影响作用。在表２的模型４中，工具支持、
情感支持和社交陪伴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３．４４５（ｐ＜０．０１）、－０．６９３
（ｐ＞０．０５）、－３．４０１（ｐ＜０．０１），表３的模型４中工具支持、情感支持和
社交陪伴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２．８３２（ｐ＜０．０５）、－０．２５３（ｐ＞０．０５）和

－３．２９６（ｐ＜０．０１）。两个模型中，情感支持的影响都未达到显著，而工具
支持和社交陪伴的影响作用则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表明无论是否控
制其他交往策略变量，工具支持和社交陪伴都有助于群体关系的改善。

五、结果与讨论

在已有研究中，交往策略理论的各个假设得到广泛支持，但这些支
持性研究大多只进行单因素的验证和分析。本研究在控制变量基础
上，采用控制和不控制其他交往策略的分析方式，研究发现如下：

（一）制度性身份平等比职业地位平等更重要
本研究发现，本地户口能有效消减社会距离，居住证的作用则不明

显，这表明制度性身份的转换有利于群体关系改善。由于国内底层移
民大多无法得到本地户口，也大多不能取得居住证，这两类证明获得对
象大多为像中层新移民这样的人才群体，所以许多研究者的分析逻辑
直接指向了户籍政策，并提出户籍制度对底层移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底
层移民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但却不能取得城市居民的户籍，不能同
等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因而与城市居民仍存在明显的社会
距离（王桂新、武俊奎，２０１１），也就是说制度上的同等待遇保障是影响
群体关系或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却发现，虽然居住证制度实
现了与本地人基本同等待遇的保障（唯一的差别是养老保障），但其在
改善社会距离上的影响作用仍与户籍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在制度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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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满足了现实需要之外，城市新移民仍看重制度性身份的获得，这可能
是影响外来移民与本地人真正实现平等交往的最重要前提条件。事实
上，这一推论也得到职业地位结果的验证。与蓝领工人相比，白领移民
（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文秘人员）无论在教育背景，还是
在经济收入和职业声望上都更高，但他们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却并无
显著差异。尽管在不考察其他交往变量的情况下，管理工作或许意味
着有本地人成为下属，这能提升从事管理工作外来新移民的心理优越
感，减少其自愿性隔离的可能性，进而减少他们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
但当加入理性交往变量进入分析后，这一效应就未能达到显著水平了。
这一变化表明管理工作带来的优越感可能受到理性交往的影响。对于
城市新移民来说，上海的各种职业机会很多，地位的提升和生活的改善
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制度性身份的获得则不在个人能力范围之内，毕
竟能进入政府或事业单位的新移民相对较少。从中可以看出，城市新
移民对制度性身份的渴望，更多来源于社会理性，而不是经济理性，即
新移民群体与本地人的关系改善，制度性身份的平等比职业地位平等
更为重要。

（二）职业竞争问题比职业合作关系更突出
本研究有意思的发现是，在平等交往的前提下，工作关系的影响不

显著；单独考察工作关系时则显著。换言之，群体地位不平等时，人际
间的合作能有效改善群体关系；群体地位平等时，人际间的合作则不能
有效改善群体关系。前一结果与已有许多研究结果一致（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５；Ａｒｏｎｓｏｎ　＆ Ｐａｔｎｏｅ，１９９７；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

Ｓｌａｖｉｎ，１９８５；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４８；Ｓｔｏｕｆｆｅｒ，１９４９），这表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
群体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分析群体关系。更进一步来说，前人的这些
研究不是理性交往假设的直接证据，而可能是平等交往与理性交往交
互作用的结果。此外，在理性交往假设的支持性研究中，实验性情境和
生死攸关的战争情境都会让被研究者体验到合作和相互依赖的价值，
因而研究者们也能从中得出相互合作与共同目标有利于改善群体关系

的结论，但真实的职业情境中，竞争可能成为更突出的问题。这一观点
在真实群体冲突理论（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６５；Ｂｏｂｏ，１９８８），群体冲突的工具
性模型（Ｅｓｓ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以及社会优势理论（Ｓｉｄａｎｉｕｓ　＆Ｐｒａｔｔｏ，

１９９９）中都有论述。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控制平等交往条件，城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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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本地人的邻里关系均未能显著改善群体关系。这一结果间接说
明，现实中两群体可能缺乏共同目标和相互合作。在生活场景中，虽然
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同住一个社区，甚至是楼上楼下的近邻，却有可能
形成与周围邻居“合而不融”的状态。事实上，国外也有研究对“邻里效
应”进行了批评，认为应从生活方式、日常习惯或文化形态上的差异来
分析（Ｌｏｇａｎ　＆Ｍｏｌｏｔｃｈ，１９８７；Ｅｌｌｉ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６２０；Ｓａｍｐｓｏ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如果说群体间的差异逻辑可以较好解释邻里效应，那么却不能
很好地解释单纯工作关系的有效性现象。本研究认为，群体间的真实
互动关系可能是更直接的影响因素：合作性互动有利于群体关系改善，
竞争性互动或缺乏互动则不能达成此目标。

（三）实用性交往行为比情感性交往行为更有效
本研究发现，无论群体关系是否平等，社交陪伴和工具支持都能显

著改善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群体关系，但让人意外的是，作为最
深刻交往的情感支持影响作用却并不显著，这表明，实用性交往行为
（工具支持和社交陪伴）比情感性交往行为（情感支持）更有利于推动群
体关系的改善。这一结果不完全支持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９７）的观点。实际
交往假设的理论逻辑是，与外群体成员积极交往的个人经历会有效促
进他们对外群体态度的变化，而这一效应是通过打破刻板印象来实现
的（Ｈｅｗｓｔｏｎ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６）。尽管后来有人曾在理论上质疑过这一
推论（Ｈｅｗ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６；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２），本研究为这一质疑提供了部分的
实证依据，但也未完全推翻实际性交往假设，这可能与情感性交往经历
对刻板印象的挑战远大于实用性交往经历有关。余秋雨曾描述到，“精
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
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
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
人”。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出于生活的实用性考虑，与本地人
一起娱乐、接受本地人的帮助是城市新移民还能接受的，而与本地人进
行情感交流，难以被移民个人，也难以被移民群体所理解和接受。常常
有这样的情况：讨论起某人如何如何时，一旦有人提醒说某人是上海
人，大家也就释然了。上海人没有那些毛病，那还叫上海人吗？不仅如
此，外地人还自觉不自觉地与上海人划清界限，尤其是事业比较成功的
外地人，生怕你把他当成上海人（雷开春，２００９：９４）。反之，那些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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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过真实情感交流的城市新移民，就比其他人受到认知失调的威胁
更大。为了应对这种认知上的挑战，特殊个案是很好的策略选择：他们
是本地人中的特例，是“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这样，新移民既可以保
持稳定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能坦然地接受个体经验。这种特例策略，美
国社会学家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０）称之为“公众论述（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和“私下
论述（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区别（转引自巫达，２００５），即城市新移民在
公开场合与之划清界限，但在私人领域则保持着交往。

１．联合 国 秘 书 长 报 告．２００６．国 际 移 徙 与 发 展．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ｃｕ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０３．ｈｔｍ。

长久以来，交往策略一直都被认为是改善族群关系的最佳策略之
一，我国也不例外。尽管以上海城市新移民为研究对象的分析结果，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论到其他移民群体或族群，有待于更多实证研究的
检验，并且对于中层及以上的新移民来说，他们与本地人的群体关系乃
至社会融入或许并不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一结果对改善底层
新移民与本地人间的群体关系仍具启发意义。首先，本研究的结果提
示出，并非所有的交往策略都能显著地达到改善族群关系的目的，因
此，深入的交往策略假设实证研究有利于增强社会融合政策的有效性
和针对性。其次，从社会融合的视角来看，当前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社会
融入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同化论分析倾向，即当农民工“变成”迁入地市
民就表明了社会融合的完成。在“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
保持‘差别’的权利”（李明欢，２０００）的原则下，促进“移徙者和东道国社
会的相互适应”１，或许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共融。再次，如果
说职业地位获得与个人的努力与能力有关，那么，制度性身份则成为外
来新移民在获得现实保障之后的另一重要渴望，以社会理性为目的的
迁移可能逐渐取代以经济理性为主的迁移，迁入地社会仍需进一步促
进制度性身份的平等建设。最后，迁入地政府应更好地促进新移民，尤
其是底层外来农民工群体与本地人之间的支持性互动关系，让本地居
民真正感受到外来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实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
两年的民工荒提醒着城市居民，经济动机已不具足够的吸引力，交往中
的尊重与实际支持却可能促进他们在特殊时刻照顾雇主的困难。政府
也有责任以自身作为榜样，制定平等的政策作为群体间交往的外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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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还可在形式上多样化地嘉奖优秀农民工，使外来农民工能真实感受
到自己被认可和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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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１）．［Ｗａｎｇ　Ｇｕｉｘｉｎ，Ｓｈｅｎ　Ｊｉａｎｆａ，ａｎｄ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ｂｏ．２００８．“Ｃｉｔｉｚ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桂新、武俊奎．２０１１．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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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６）．［Ｗｕ　Ｄａ．２００５．“Ｅｒｓｕ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ｒｓｕ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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